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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安全法律制度是确保核能安全发展的必要手段. 国际层面对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

要求和建议可以归纳为八项主要的核安全法律制度. 各国都在法律的层面通过不同的立法模式

构建了这些制度, 然而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却存在诸多不足, 亟待完善. 对此, 本文认为: 我国

核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制定法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应该走多元化立

法的路径; 核安全法应规定核安全监管制度、核安全许可制度、辐射防护制度和许可证持有人

的安全责任制度, 可以考虑规定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和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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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1 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再次敲响了核安全的

警钟, 也推动了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 国

务院于 2012 年 10 月通过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

治“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简称《核安全

规划》)提出要抓紧研究制订核安全法; 2013 年 10 月

30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共 68 件)》将核安全法列为第二类项目, 

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正式宣布核安全法进入国家立法议程.  

核安全法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内容重在制

度构建. 核安全法应该构建哪些制度? 这些制度是

否符合履行国际义务的要求? 能否做到如《核安全规

划》所指出的“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是不是结

合了我国近 30 年核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 这些

都是立法起草者迫切需要论证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

此进行一个初步分析, 供有关部门参考.  

2  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域外经验 

2.1  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国际要求 

自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 国际社会就开始构

建核安全体制. 三厘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发生以后, 核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 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敦促与组织下核安全国际体制化管

理的趋势已经形成[1]. 主要表现为由国际原子能机构

制定推行了一系列全球一致的核安全标准, 并推动

缔结了多个核安全方面的国际公约.  

2.1.1  国际公约对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要求 

核安全有关国际公约的主要目标是保障核安全, 

即实现正常的运行工况, 防止事故或减轻事故后果, 

以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正当的辐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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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2]. 这些公约包括《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1986

年)、《核事故或辐射事故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

年)、《核安全公约》(1994 年)、《乏燃料管理安全和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联合公约》(1997 年, 以下简称

《联合公约》)、《关于核损害的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

约》(1963 年)、《核损害补充公约》(1997 年)和《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2005 年). 除《关于核损

害的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与《核损害补充公约》

外, 上述其他公约均对我国生效. 这些公约对核安全

法律制度构建的要求主要可以归结为八项, 即核安

全监管、核安全许可、辐射防护、实物保护、核应急

准备与响应、核安全信息公开、许可证持有人的安全

责任和核损害赔偿责任等制度.  

核安全监管的内容是要求国家(政府)应当建立

专门的核安全监管部门, 赋予其监管职权和职责, 确

保其对核安全有关事项进行独立有效的监督管理 . 

如《核安全公约》第八条的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建立或

指定一个监管机构, 并给予履行其规定责任所需的适

当的权力、职能和财政与人力资源; 每一缔约方应采

取适当步骤确保将监管机构的职能与参与促进或利用

核能的任何其他机构或组织的职能有效地分开.”  

核安全许可是指在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 禁止

未经核安全监管部门许可从事与核安全相关的活动

(行为).《核安全公约》第七条和《联合公约》第十九

条都规定, 许可证制度内容包括对设施和活动实施

许可、禁止无许可的设施和活动、对许可证人是否遵

守许可的检查以及对许可证条款的强制执行, 包括

中止、修改和吊销许可证. 

辐射防护的内容包括保护人员免受电离辐射  

照射的影响和实现这种保护的方法[2].《核安全公约》

第十五条“辐射防护”要求确保由核设施引起的对  

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照射量在各种运行状态下保

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 并确保任何个人受到

的辐照剂量不超过本国规定的剂量限值.《联合公约》

第二十四条“运行辐射防护”在此基础上, 还要求一

旦发生放射性物质无计划或非受控地释入环境的  

情况, 即采取合适的纠正措施控制此种释放和减轻

其影响.  

实物保护系指对核设施或使用、贮存或运输中的

核材料实施保护措施, 使其免受任何有预谋的蓄意

破坏的制度. 例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认

为, 该制度除了支持防止核扩散和反对恐怖主义的

目标以外, 还有利于补充和完善核材料的安全使用、

贮存和运输以及核设施的安全运行.  

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包括为应对核事故做好准备

工作的应急准备, 以及发生或可能发生核事故时采

取控制局势、减轻事故后果、防止或减轻人体受到辐

射损害等措施. 《核安全公约》第十六条和《联合公

约》第二十五条都要求缔约方建立设施的场内和场外

应急计划并定期进行演习. 由于严重的核事故可能

造成跨界影响,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

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要求在事故紧急状况下缔

约国有国际通报与援助的义务.  

核安全信息公开是透明性原则的体现, 要求参

与核能开发、利用和监管的所有主体提供核能正在如

何使用的所有相关信息, 尤其是有关可能对公众健

康、安全和环境产生影响的事件(事故)和异常情况的

信息. 如《联合公约》第十三条就规定“对拟议中乏

燃料和放射性废物设施的选址应向公众成员提供此

类设施的安全方面的信息”; 又如《核安全公约》第

十六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 以确保可

能受到辐射紧急情况影响的本国居民以及邻近该设

施的国家的主管部门得到制订应急计划和作出应急

响应所需的适当信息.” 

许可证持有人的安全责任是指核安全许可证持

有人对其核活动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的制度. 由于

核能利用一般涉及多方主体, 如核能的研究与开发

组织、核材料加工商、核设施制造商、建筑工程公司、

施工公司、核设施的运营者、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等, 

需要确定由谁来负主要的安全责任. 对此, 《核安全公

约》第九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确保核设施安全的首要

责任由有关许可证的持有者承担, 并应采取适当步骤

确保此种许可证的每一持有者履行其责任”; 《联合公

约》第二十一条“许可证持有者的责任”也要求“每一缔

约方应确保乏燃料或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的首要责任

由有关许可证的持有者承担, 并应采取适当步骤确保

此种许可证的每一持有者履行其责任.”  

核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针对发生核事件或核事

故发生后对人体健康、财产和环境等受到严重损害时

的特殊侵权责任. 该责任制度的构建包括对核损害

的定义、赔偿的范围、责任的承担、赔偿的最高限额、

责任保险、财政保证、追索权、诉讼与管辖等规定.

《关于核损害的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和《核损害

补充公约》均对上述内容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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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际“软法”对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建议 

除了国际公约外, 国际“软法”也对核安全法律

制度构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国际“软法”指在严格

意义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又有一定法律效果的国

际组织文件.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的决议、决定、

宣言、建议和标准等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范畴[3]. 在

核安全领域对各国影响最大的国际“软法”当属国际

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核安全标准. 到目前为止, 国际原

子能机构已经建立了涵盖铀矿开采与加工、放射性物

质运输、核电站、研究堆、放射源应用、核燃料循环

设施和放射性废物处置的基本安全标准体系. 该标

准体系包括安全基本原则、一般安全要求、一般安全

导则、具体安全要求和具体安全导则等五方面内容. 

前三者适用于所有上述七个方面, 后两者则是为落

实前三者的要求根据各领域具体的不同特点而制定

的. 这些标准中的基本安全要素已被载入上述有关

国际公约中, 提供给国际社会使用, 并被各国国内法

所参考[4]. 换言之,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标准将

已有的国际公约内容细化, 更富操作性[5]. 此外, 国

际原子能机构为帮助成员国制定核法律而出版的《核

法手册》(2003 年)也对各国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具有

参考价值.  

除与国际公约在原则上保持一致外, 上述安全

标准和《核法手册》的内容更多的是细化了国际公约

的建议和具体要求. 例如, 在关于核安全监管制度方

面,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般安全要求文件——《促进

安全的政府、法律和监管框架》——建议各国应建立

核安全监管机构并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 还认为监

管机构应具有对设施和活动的批准、审查和评定安全

相关资料、审查和评定设施或活动的分级方案、视察

设施和活动、制订执法政策、要求受权方采取纠正行

动、与有关各方的交流和磋商等总共二十一项具体的

职权和职责 [6]. 又如在核安全许可制度方面 , 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核法手册》认为许可证制度应包括许

可证的审批、检查和强制执行, 其中审批部分包括许

可证的适用范围、申请程序、申请人条件与资格、审

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许可证的颁发、中止、修改与

吊销以及对许可证审批决定进行审查; 检查与强制

执行的内容是监管机关检查许可证持有人对许可证

条件的遵守情况和发现不合规行为时采取的强制措

施[7]. 类似地,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其他安全标准文件

与《核法手册》分别对其他六项制度的构建给出了详

细建议. 

2.2  各国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实践 

自三厘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 各

国核立法重点开始向构建和完善核安全法律制度转

移. 在国际层面的倡议和推动下, 国家层面的核安全

立法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归纳起来, 这些国家

的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主要表现为通过修改

或制定核能综合法、专门制定核安全法、以及就个别

核安全法律制度单独进行立法这三种模式进行. 

2.2.1  通过修改或制定核能综合法构建或完善核
安全法律制度 

采用这种模式的一部分国家, 如俄罗斯、德国、

芬兰、斯洛伐克等, 主要通过其综合法规定大部分核

安全法律制度. 以俄罗斯为例, 其《1995 年原子能利

用联邦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核安全监管制度、核安

全许可证制度, 其他章节则分别规定了实物保护制

度、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等. 而另一部分国家如美

国、韩国、匈牙利、澳大利亚等等, 在开发利用核能

的早期就制定了核能综合法——原子能法, 并在该法

中规定了部分核安全法律制度, 但有的制度并不健

全, 后来修改完善的. 其中典型的就是关于核安全监

管制度的改革, 如《韩国 1958 年原子能法》中的核

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方式没有确保其地位的独立性, 

1996 年该法被修改时便将核安全委员会从原来的原

子能委员会中分离了出来[8]. 

2.2.2  专门制定核安全法规定核安全法律制度 

通过专门制定核安全法(各国在名称上不尽相同)

来构建核安全法律制度的国家, 其核能开发利用程

度差异较大, 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有较好的代表性. 这

些国家中既有核电大国, 如法国、加拿大, 又有核电

发展规模很小的国家, 如斯洛文尼亚, 还包括如澳大

利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克罗地亚等没有核电的

国家. 根据国际要求对这些国家的核安全法进行梳

理发现: 法国 2006 年《核领域透明与安全法》主要

规定了核安全监管制度、核安全许可制度、核安全信

息公开制度、许可证持有人安全责任制度, 并将构建

辐射防护制度与核应急制度作为其监管机构——法

国核安全局的职责; 加拿大 1997 年《核安全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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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构建了核安全监管制度、核安全许可制度、许可

证持有人的安全责任制度, 也把辐射防护制度的构

建作为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澳大利亚

1998 年《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法》和克罗地亚 2003 年

《核安全法》主要规定了核安全监管制度、许可证制

度、辐射防护制度和许可证持有人的安全责任制度; 

格鲁吉亚 1998 年《核与辐射安全法》和斯洛文尼亚

2002 年《电离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法》都对核安全监

管制度、核安全许可制度、辐射防护制度、实物保护

制度、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

以及许可证持有人的安全责任制度作出了安排; 而

拉脱维亚 2000 年《辐射安全与核安全法》则涵盖了

全部国际要求中的八项制度. 

2.2.3  为核安全法律制度单独立法 

核能综合法或核安全法没有涉及或没有展开的

核安全法律制度可通过另行立法来规定, 且不少国

家, 包括部分采取上述两种模式的国家, 都采用了这

种方式. 例如: 在核安全监管制度方面, 南非 1999年

颁布了《国家核监管机构法》, 瑞士 2007 年颁布了

《核安全检查局法》, 日本在福岛核事故以后为集中

核安全监管权于 2012 年通过《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设

置法》设立了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在辐射防护制度方

面, 俄罗斯 1997 年颁布了《公众辐射安全法》, 我国

台湾地区 2002 年制定了《辐射防护法》; 在实物保

护制度方面, 法国 1980 年颁布了《核材料保护和控

制法》, 韩国 2003 年颁布了《实物保护与辐射应急

法》; 在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方面, 日本 1999 年制

定了《原子力灾害特别应对法》, 我国台湾地区 2003

年制定了《核应急法》; 在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方面, 

制定单行法的国家更多, 如美国 1957 年通过了《普

莱斯—安德森法》(2005 年修改), 法国 1968 年制定

了《核第三方责任法》(1990 年修改), 日本 1961 年

制定了《关于核损害赔偿的法律》(1999 年修改), 加

拿大 1970 年通过了《核责任法》(1985 修改)等. 

上述国家中, 美国、日本、瑞士、南非、俄罗斯、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制定了核能领域的综合法—

—原子能法, 而法国、加拿大则制定了独立的核安 

全法.  

2.3  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域外经验分析 

综上所述, 核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既有硬性的

国际公约的原则性要求又不缺乏为实现这些要求的

国际“软法”之详细建议, 而这些要求和建议又被国

家层面的立法实践所“激活”, 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

状态. 各国(地区)形式多样的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方

式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首先, 各国都在法律层面对核安全法律制度作

出了安排. 无论是在核能综合法中规定核安全法律

制度还是专门制定核安全法, 抑或是就某项核安全

法律制度进行立法, 上述各国都将核安全法律制度

的构建定位在国家法律这一效力级别上.  

其次, 核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并非要集中在一

部法律中完成. 从各国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或完善

的方式看, 国际要求的八项法律制度可能都被放在

核能综合法中或者核安全法中, 也可能被分别安排

在这两者之中, 但更多的是被分别规定在核能综合

法或核安全法与关于单项核安全法律制度的法律里

面. 换言之, 核能综合法或核安全法都不一定要甚至

也难以全部规定这八项法律制度.  

再次, 核安全法在制度构建方面体现着“共同但

有区别的原则”. 通过对各国核安全法的制度梳理发

现, 各国核安全法的共同点在于对核安全监管制度、

核安全许可证制度、辐射防护制度和许可证持有人的

安全责任制度都有安排, 不同之处表现为各国核安

全法对其他四项核安全制度——实物保护制度、核应

急准备与响应制度、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和核损害赔

偿责任制度的规定与否则因法而异.  

最后, 较之于在综合性核能法中规定核安全制

度而言, 制定专门的核安全法律会使某些重大关切

的核安全制度如核安全监管、核损害赔偿责任和核应

急准备与响应等得以放大并强化实施. 这对于一般

安全意识相对低下、尚未在核安全领域积累很多经

验、核能事业与法治建设尚处于发展完善中的国家而

言, 意义显得尤为重大.  

3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 

问题 

3.1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 

我国从核工业发展之初就开始重视对核能的监

督管理, 提出了“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的核安全工作

方针. 八十年代初原国家环保局开始辐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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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984 年 1 月 1 日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同

年 10 月 30 日成立国家核安全局, 负责对民用核设施

的监督管理工作. 为了顺应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民用

核设施进行管理的要求, 1986 年 10 月 29 日国务院发

布了《民用核设施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国家核安全

局对全国民用核设施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制定核安

全法规. 这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核安全法律制度的

建设.  

虽然有关核能与核安全立法的进展较慢, 但随

后的二十多年间国务院相继颁布了九部行政法规 , 

包括: 《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 年)、

《核材料管制条例》(1987 年)、《核电厂核事故应急

管理条例》(1993 年)、《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和防护条例》(1989 年制定, 2005 年修订)、《核出

口管制条例》(1997 年制定, 2006 修改)、《核两用品

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 年制定, 2007 年修

改)、《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2007 年)、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2009 年)和《放射

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 在此期间内, 为了

适应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和核产业发展的需要, 建立

和完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 第十届全国人  

大会常委会于 2003 年 6 月 28 日通过了《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 使其成为我国核法体系中的唯一一部法

律. 此外, 国家核安全局、环保部、原核工业部、    

卫生部、公安部、国防科工局、原电力部、国土资源

部还制定了大量的核安全相关部门规章; 广东、上

海、浙江、吉林等省市还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

政府规章.  

总体而言,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基本形成

了核安全法规体系框架, 其调整的范围涵盖了从铀

矿开采到放射性废物处置的核产业链所有环节, 构

建了包括核安全监管制度、许可证制度、辐射防护制

度、实物保护制度、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和许可证

持有人安全责任在内的大部分国际要求中的核安全

制度. 

3.2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一套核安全法规体系, 但

在制度构建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这些不足主要

包括制度构建中法律的缺位、部分核安全法律制度存

在立法空白、部分核安全法律制度规定不明确以及部

分核安全法律制度内容陈旧等. 

3.2.1  制度构建中法律的缺位 

我国没有核能综合法或核安全法等对核安全法

律制度进行统一规定的法律, 目前只有一部法律—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该法主要从环境管理/环境

保护的角度对核技术、铀(钍)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发

利用过程中和核设施场界外与放射性污染相关的措

施作出了规定, 涉及辐射防护制度、核应急制度等部

分核安全法律制度, 但整部法没有提及“核安全”的

概念, 对重要的核安全法律制度, 如核安全监管制

度、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核损害赔偿制度等也没有

规定. 所以无论是从价值定位还是从制度设计的周

密性来看,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对核安全法律制度

的构建都具有局限性, 况且该法已经实施 10 年, 可

能要面临修改.  

在此背景下,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的重任

实质上都是由下位的行政法规甚或是效力级别更低

的部门规章来担当的. 比如, 《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

管理条例》对核设施安全监管制度、核设施安全许可

制度、许可证持有人的安全责任制度进行了规定 ,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对核电厂的核应急准

备与响应制度做出了安排. 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核安

全的各项法律制度之间缺乏统筹协调, 其制定和修

订缺乏可供贯彻的系统性的核安全思想, 制度构建

缺乏体系化的考量和设计[9]. 与其他国家在效力级别

为国家法律的层面上构建核安全法律制度的实践相

比, 我国还存在差距. 

3.2.2  部分制度存在立法空白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还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就

是部分重要制度缺乏法律法规的规范, 亦即存在立

法空白. 核损害赔偿制度和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就

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项. 首先, 关于核损害赔偿责

任制度, 目前只有《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问题的批复》(2007 年)对核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赔偿

原则、运营者赔偿数额与财政保证、国家最高补偿限

额等做了简单的规定, 没有明确赔偿范围、赔偿程

序、法院管辖和诉讼时效等事项, 且已规定的事项过

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10].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该批

复不属于我国《立法法》(2000 年)规定的法律法规的

范畴, 换言之, 核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存在立法空白. 

其次, 关于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 国务院和环保部虽

然分别颁布了《政府核安全信息公开条例》(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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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核安全信息公开办法》(2007 年), 但具体的

核安全信息公开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2011 年 4 月

环保部的颁发《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核与辐射

安全监管核安全信息公开方案(试行)》和《关于加强

核电站核与辐射安全核安全信息公开的通知》同样不

属于我国《立法法》中的法律法规范畴.  

3.2.3  部分核安全法律制度规定不明确 

虽然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我国的大部分核安

全法律制度做出了安排, 但这些法律文件对部分核

安全法律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不明确之处, 其中典

型的例子就是核安全监管制度中监管机构的监管范

围不清晰. 按照《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核设

施分为民用核设施和军用核设施. 其中民用核设施

依照《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由国家核安全

局独立行使安全监督权, 军用核设施根据《国防科技

工业军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1999 年)由国防

科工委(现在为国防科工局)实施统一安全监督. 但这

些法律文件并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民用核设施”, 也

没有解释什么是“军用核设施”, 从而导致监管实践

中核安全局和国防科工局的监管存在冲突. 比如, 实

践中就出现过原本由核安全局监管的民用核设施在

为民用核能提供生产服务的同时由于接受军事采购, 

而被视为“军用核设施”或者“军工核设施”, 进而被纳

入国防科工局的监管范围内的情形. 这种状况的存

在显然有损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3.2.4  部分制度内容陈旧 

核领域的部分行政法规和大部分的部门规章制

定于我国民用核能发展初期, 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 其制度设计囿于当时的各种因素. 时至今日, 不

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大背景, 还是我国核

能的发展规模与核能管理体制以及面临的核安全形

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仍有部分核安全法律制度

没有“与时俱进”. 例如实物保护制度, 国家核安全局

颁发的《核材料管制条例实施细则》(1990 年)规定核

材料实物保护制度由能源部设立在中国核工业总公

司下的核材料管制办公室实施, 国防科工委和公安

部相关部门也参与部分工作, 但是历经多次政府机

构改革后上述能源部早已不复存在, 中国核工业总

公司也实现了政企分开变成现在的中国核工业集团

公司, 国防科工委也成为国防科工局. 此外, 实物保

护制度的国际要求已经扩展到核设施, 而我国的实

物保护制度并未修缮. 一个法律制度, 如果跟不上时

代的需要或要求, 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有短

暂意义的观念不放, 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11]. 

4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认识和指出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的不足, 目的

在于指出构建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理想图景的路径

和方法. 本文认为, 一方面核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是

履行国际义务, 各国的实践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核安全制度体系

这一“本土资源”体现了我国的实际国情, 我国核安

全法律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路径应该体现对这两方面

的综合考虑.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4.1  关于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的立法必要
性与紧迫性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最主要原

因在于制度构建缺乏顶层设计. 虽然我国有一套综

合的核安全法规体系, 但它不是一个整体, 而是分散

在具有不同行政和司法级别的各类文件中, 需要统

一和合并[12]. 具体而言, 实质上构建我国核安全法律

制度的法律文件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制度体系缺

乏上位法的支撑. 为此, 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在法律层

面上系统化统筹构建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 并在立

法过程中对现有制度规定不明确、制度内容陈旧之处

进行完善. 这既是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

的现实出路同时又与各国的做法相一致. 此次核安

全法被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共 68

件)》中的第二类项目证明我国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

视通过立法来构建核安全法律制度, 当务之急是加

快推动立法进程.  

4.2  关于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的立法模式
选择 

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构建应选择多元化立法路

径. 如上文所述, 虽然国际规范文件的要求主要归纳

为八项法律制度, 但每一项制度的内容都非常复杂, 

试图通过一部法律对这些制度进行全面规定可能存

在难度. 上述大多数国家都选择通过制定多部法律, 

即选择了多元化立法路径来分别构建这些制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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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而言, 如寄希望于在一部法律中完成所有核安

全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很困难, 原子能法立法起草历

经二十多年至今未获通过其原因也与此不无关系 . 

国务院于 2012 年 10 月通过的《核安全规划》提出要

同时推进核安全法和原子能法的立法研究工作, 正

是对多元化立法路径的肯定. 接下来需要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是要明确这两部法律的定位, 使其在核安

全法律制度构建方面做到各自“有所为有所不为”. 

4.3  关于核安全法立法的制度选择与完善 

在多元化立法模式下 , 需要界定核安全法在  

制度构建方面的“作为”与“不作为”, 即在目前的情况

下核安全法应当规定哪些法律制度, 可以规定哪些

制度 . 上述各国的核安全法都对核安全监管制度、  

核安全许可证制度、辐射防护制度和许可证持有人的

安全责任制度进行了规定. 其背后的逻辑是: 政府 

对核安全实施独立监督势必要求其设立核安全监  

管机构专司其职, 而核安全许可制度作为监管机构

实施监管的必备手段通常是其职权的一部分; 监管

机构的监管离不开许可证持有人的配合, 许可证持

有者的安全责任制度则是从被监管者的角度保障许

可证的条件得到落实; 而辐射防护制度又是放射性

物质操作和设施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7]. 换言

之, 这四项制度是实现核安全监管的必不可少的基

本制度, 亦即从理论上来讲核安全法如不规定这四

项制度将难以完成其基本的核安全目标. 因此, 建议

我国核安全法立法也应规定这四项制度. 而实际上

如上文所述这四项制度已经在我国现有的核安全法

规中都有涉及, 对核安全法立法来说已经具备现实

基础. 

除了这四项制度以外, 由于各国核安全法对其

他法律制度是否进行规定的做法不一致, 我国是否

应该在核安全法中对这些制度进行规定则值得探讨. 

笔者认为, 首先, 我国核安全法立法可以规定核应急

准备与响应制度和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 理由是《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六条虽然已对核应急准备与

响应制度进行了规定, 但该规定较为原则. 核安全法

立法时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保持协调并对其他

下位条例和规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规定

难度并不大, 而且可以使核安全法的内容更加完整, 

因为核安全的定义既包括对核事故的预防也包括对

事故后果的缓解. 而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是时代趋

势、是增加公众对核能可接受性, 增强对核安全信心

的制度安排, 也是我国正在推动和尝试的新制度. 将

其纳入核安全法能够彰显我国核安全监管的透明性, 

成为我国核安全法的亮点之一.  

其次, 建议实物保护制度和核损害赔偿制度可

以通过核能综合法或者单独立法来规定. 这是因为

实物保护是从安保的角度对核材料或设施实施保护

的措施,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系列文件中不

包括安保的内容,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法手册》也

将其与核与辐射安全区别开来, 并将其与核不扩散

放在同一部分. 而核损害赔偿制度因其内容较复杂, 

各国通常对其单独立法或者在核能综合法中进行原

则性规定再通过单独立法具体细化, 我国《国务院关

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也要求在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草案)》时对该制度进行

明确规定.  

应当指出的是, 无论是核安全法还是其他法律

在制度构建中都需要对上文指出的我国目前的核安

全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梳理并完善, 包括

考虑对国际经验的借鉴, 对我国核安全工作实践的

调研和总结, 以及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5  结论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重视核安全才能减低核事故

发生的概率, 保障核能健康发展. 本文发现: 通过构

建核安全法律制度来保障核安全是国际社会与各国

的共识和实践; 各国在构建国际要求的八项主要核

安全法律制度时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 我国作为

在建核电站数量最多的国家和未来的核电大国在此

方面的工作仍然滞后, 核安全领域的专门法律至今

阙如, 现有核安全法律制度存在立法空白、规定不明

确、内容陈旧等诸多不足.  

为此, 本文认为: 通过制定法律来构建和完善我

国的核安全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核安全法律制度构

建应选择多元化立法模式; 核安全法在制度构建方

面应重点构建和完善核安全监管、核安全许可、辐射

防护和许可证持有人的安全责任这四项制度, 此外

可以考虑规定核应急准备与响应以及核安全信息公

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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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uclear safety legal systems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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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clear safety legal system is an essential instrument to ensure the saf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The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safety legal systems can be mainly summarized to eight systems. 
Many countries have complied with these recommendations and requirements, and have constructed those systems through enacting 
laws, while China’s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safety legal systems has many deficiencies. This situ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For this 
purpose, we suggest that (i)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construct and improve our nuclear safety legal systems by legislation; (ii) the 
legislation should be diversified; and (iii) the nuclear safety law should provide the nuclear safety regulatory system, the licensing 
system of nuclear safety, the radiation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license holder’s safe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uclea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system and the nuclear safe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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